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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28- 1938年期间 ,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相互需要 ,建立了与其他列强无法

比拟的外交关系。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 ,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然而 ,令双方

感到满意的辉煌时刻如白驹过隙 ,转瞬即逝。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希特勒在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

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的以扩张为目的的一贯性之间

的交叉作用 ,驱使希特勒在不同的时期追求不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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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由于德中关系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我国史学界

开展了对二三十年代德中关系的研究。 但与同一时期的中

美、中日关系等的研究以及德国、美国和台湾对这一课题的

研究深度相比 ,还显得远远不够。廓清这一时期的德中关系 ,

对我们理解同一时期的德日关系、中日关系不无裨益 ,同时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纳粹德国在挑起二战前一些外交政策出

台的背景及其反动本质。

大致说来 ,在 1928- 1938年这 10年间 ,两国关系经历

了从最初的改善到最终的破裂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

程。 笔者认为 ,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能帮助我们

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它。 1928- 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

展时期 ,即“走向合作”时期 ; 1933- 1937年是德中关系比较

密切的时期 ,或称 “蜜月”时期 ; 1937- 1938年则是德中关系

急剧变化、初步破裂时期 ,或者说“分道扬镳”的时期。

一

1928至 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 在此期

间 ,双方的军火交易、贸易不断扩大 ;德中官方、民间均有交

往。 但由于德中两国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 ,

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 在经济上 ,尽管两国都积极寻求

合作 ,但雷声大、雨点小 ;在军事上 ,德国魏玛政府鉴于《凡尔

赛和约》的限制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和被动 ;

在外交上 ,德国一直忙于恢复和重建大国地位 ,摆脱孤立 ,将

外交重点放在欧洲 ,在远东地区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 在

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 ,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 ,决

定由朱家骅出面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来华担任他的军事顾问 ,

并从此走上了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蒋介石之所以如

此 ,主要是因为: 第一 ,蒋分析了战后德国所处的国际地位 ,

认为德国“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 ,“与我地位平等” ,中德有

“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 ,两国有联合的可能性①。 第二 ,

蒋认为德国的军事理论斐然世界 ,中国依靠德国完全可以建

立一支新式强大的军队。 第三 ,最重要的是 , 1931年日本发

动的“九· 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面临的局势急剧恶化 ,蒋介

石被迫向外国寻求军事援助。 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援助是

“口惠而实不至” ,因此 ,蒋介石只得求助于德国。

同时 ,德国国内形势发展也促使德国垄断资本家大力推

动德中军事、经贸关系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 ,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 ;国内由于受《凡尔赛和约》的束

缚 ,马克贬值 ,物价飞涨 ,经济濒临崩溃。 为了复兴和发展经

济 ,德国急需开拓海外市场。 对于中国这一广阔的原料供应

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德国垄断资本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1929年法本公司总裁卡尔· 杜伊斯伯格向德国工业联合会

表示: “中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②

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德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生产能力

和对外贸易迅速下降 ,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德国官方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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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9年到 1930年 12月 ,德国失业人数从不到 200万上

升到近 450万人。这使得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显得尤为迫

切。对此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曾指出 ,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

“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

济危机的愿望”。 而德国国家银行董事施佩尔则说得更直截

了当 ,“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 ,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

能一举消失 ,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③

由于德中两国互有所需 ,双方从此开始了经济和军事上

的密切合作。德国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各部门安插

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各类经济专家 ,目的是“通过顾问直接或

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影响 ,这与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同

等重要的意义”④。从 1927年 12月至 1932年 8月止 ,德方派

出的顾问“连同期满、辞聘、因公殉命及病故者先后共计九十

四人。”⑤担任军事顾问团领导的有鲍尔上校、克里伯尔中校

和弗采尔将军。

1927年 11月 ,鲍尔上校作为 “德国工业界的开路人” ,

前来中国出任蒋介石的第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 在华期间 ,

鲍尔除了帮助中国整军、建军外 ,还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

场 ,参与中国军事工业的重建。他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

“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 ,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⑥

在鲍尔的努力下 ,德国的克虏伯、法本、西门子等公司以及德

意志银行、德意志帝国工业银行的首脑都纷纷来华考察中国

市场 ,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 同时 ,鲍尔向蒋介石

“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的发展情况 ,并强调了德产

新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有效作用” ,引起了蒋介石对德国

军火的浓厚兴趣。 蒋随即于 1928年夏派陈仪为首的考察团

随鲍尔赴德考察军事与军工技术。陈仪随行携带有蒋介石致

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亲笔信 ,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

泛合作 ,尤其在经济领域”⑦。 陈仪在德国与克虏伯、西门子

等大公司签订了价值 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 ,

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这是南京政府向德国大批购买军火的开

始。 同年 10月 ,南京政府派蒋作宾为驻德第一任公使。

鲍尔病逝后 ,德国的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相继来

华接任总顾问之职。 在华期间 ,他们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军

事事务上。弗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

实际 ,给蒋介石提交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 蒋对弗采尔提

出的整军意见和方案颇为重视 ,曾批示: “中以为意见甚对 ,

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 ,“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 ,而且可

以实施 ,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⑧。 由此可见 ,当时德国

在华军事顾问对蒋介石的影响已非同一般。

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以及在华军事顾问的大力推动下 ,中

德的经济贸易不断扩大。到 1931年 ,德国在中国外贸中所占

份额已由 1920年的 1. 5%上升到 4% ,其增长速度超过任何

西方国家。 与此同时 ,德国军火在中国军械进口总额中的比

例数也有了明显上升。 其中 1929年及 1931年高居第一位 ,

1928年仅次于挪威位居第二位 , 1930年仅次于日本仍为第

二位 , 1932及 1933年分别仅次于法国及比利时为第三位⑨。

值得一提的是 , 1931年日本在满州发动“九· 一八事

变”后 ,德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 ,并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

持。 尽管德国在华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但德国申

明在中日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德

国代表团得到训令 ,“不支持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日阵线”10。

之所以如此 ,首先是因为日本对德表示 ,日本将在调解德国

战后赔款问题上给予支持。其次是德国驻日大使从现实主义

角度出发 ,认为德国在远东不谋求政治利益 ,因而不愿卷入

中日争端。而且 ,日本很可能对德国将来的计划提供帮助 ,而

中国在政治领域则无能为力。

二

1933至 1937年期间 ,是德中关系发展比较亲密和活跃

的时期。 在此期间 ,希特勒德国的中心工作是排除欧洲各大

国的干涉 ,全力扩充军备 ,无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在

对华政策上 ,纳粹政权内部各部门存在着明显分歧 ,国防部

( 1935年 5月 21日改为作战部 )和经济部比较倾向于把对

华关系作为远东政策的重点 ,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

同日本结盟 ,外交部则主张与中日进行“等距离”外交。 希特

勒从实利主义角度出发 ,与纳粹政权内的“亲华派”结成了暂

时的同盟 ,基本上沿袭魏玛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 ,继续加强

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 ,以 “确保从中获得稳定的战略原料

来源” ,同时 ,也不放弃与日本结盟。 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

下 ,中、德由前一时期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 ,

发展为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 ,便在国内致力于“铸造刀剑” ,

准备发动战争。从 1933年到 1937年 ,德国军备开支从 15亿

猛增到 110亿马克11。 然而 ,德国在重要的战备原料如钨、锑

等资源上存在着严重不足 ,几乎为生产所需的 99%的钨、锑

均依赖从国外进口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时 ,德国由于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耗费和巨额的战争赔款 ,国库资源几近枯

竭 ,用以购买军备原料的外汇十分紧缺。与此同时 ,德国日渐

增长的军工产品已经远远不能被德国国内所消化 ,必须借助

大量出口予以维持。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 苏联 ,又被希特勒列为“禁区”。中国因此成为德国军界、

工业界以及新任德国经济部部长兼银行总裁沙赫特用作取

代苏联的主要选择对象 ,用以协调德国对外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德中关系的态度亦相当

积极。 中国尽管是产钨大国 ,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

深 ,中国落后的军火工业远远不能满足蒋介石政府日益增长

的军火需求。蒋急欲得到外国的军事援助 ,但英、美等西方大

国都不愿因为中国而失去日本的广阔市场 ,更不愿冒与日本

进行战争的风险 ,他们纷纷拒绝了蒋的请求。因此 ,蒋介石把

目光转向了德国 ,希望用中国丰富的原料来换取德国的军火

和技术。 蒋介石在致希特勒的信中表示 ,“吾两国势相仿 ,目

的相同 ,故此友好合作之基础 ,亦可昭示久远。”12

在两国政府积极推动下 ,德华贸易额年年增长 ,“首先超

过英国、甚至有超过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之势”13。 两国经

济、军事往来频繁 ,德对华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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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经济贸易方面 ,德国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迅速扩

大对华贸易。 1934年 8月 ,以私人名义出面而实际上由国防

部支持的商社合步楼 ( Hapro )代表汉斯· 克兰与中国代表

孔祥熙秘密签订了《中德矿产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

同》 (简称《中德易货协定》 )。 合同载明: “两国均愿以密切友

好之合作 ,共谋两国经济复兴与商业之促进”14。 德国希特勒

与中国蒋介石为此互致贺电 ,一致高度赞赏这一极具实用价

值之合作 ,并表示了对发展两国关系之热望。随着 1935年及

其以后华北危机的加深 ,南京政府为争取外援以制日 ,在

1936年 4月 ,由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中德两国政府签订

了《信用贷款—— 合约条款附录》。 此合约规定 ,德国给予中

国信用借款 1亿马克 ,中国可“随时提用 ,以缴付德国工业及

其它产品所需之款项。”15中德信用贷款合同的签订 ,标志着

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德国是在不顾日本反对情

况下 ,最早对华提供大笔信用贷款的西方国家。 这项合约的

签订使德国输华军火值迅速增长。 据 1937年德国战争物资

的合作出口报告显示 , 1937年中国占德国军备物资总出口

约 37%。 1936年期间 ,中国向德国订购军火量达 6, 458, 100

亿帝国马克 ,实际成交量为 2, 374, 800亿帝国马克 ; 1937年

分别为 6, 098, 300亿帝国马克和 8, 278, 860亿帝国马克。与

此相比 ,德国与日本的军火贸易几乎微不足道。 1937年日本

向德国订购量为 1, 680万帝国马克 ,实际成交量为 1, 090万

帝国马克16。与此同时 ,中国则主要向德国出口战略原料钨。

据统计 ,德国每年须输入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 ,其中 60%至

70%来自中国 , 1935年更高达 90. 6% 17。

除军火外 ,德国对华出口贸易也在迅速扩大。 据统计 ,

1931- 1937年 ,德华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由 4%上

升到 12% ,仅次于美国 ( 24% )和日本 ( 13% ) ,居第 3位。1937

年 ,中国在德国对外出口的国家中居第 12位 ,日本仅居第

20位。在向德国进口的国家中 ,中国居第 21位 ,日本仅居第

44位18。 上述数字表明 , 30年代中期 ,德国在中国对外经济

中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中国在德国对外经济中的地

位 ,则在后来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之前。

(二 )在军事方面 ,双方的合作主要由德国在华军事顾问

的活动来体现。 自 1927年第一批军事顾问团人员来华 ,到

1938年被召回 ,人数不断增加 ,最多时达 100多人。 他们在

华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自身影响积极

为德国工业界开拓中国市场和获取战略原料。德国政府派遣

来华担任蒋介石第四任总顾问的赛克特将军明确宣布: “原

料问题是我们对华政策的重点”19。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积极

努力下 , 1934年德国一次就卖给中国机枪、步枪和驳壳枪等

2万余支。二是协助蒋介石剿共。在蒋介石对红军先后发动

的五次“围剿”期间 ,德国军事顾问在其间一直起着重要的谋

士作用。 例如 ,弗采尔将军直接参与制订了第五次“围剿”红

军的作战计划 ,主张用“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稳扎稳打、步

步为营”的手段进攻红军。此外 ,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在一定程

度上参与了中国的抗日备战 ,先后为蒋介石草拟了《中国中

部国军作战计划》、《视察虎门报告要塞书》、《江防建议书》

等。 1935年 8月 ,针对中国“华北危机”的现状 ,德国顾问法

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 ,批

评了南京政府对待“华北事变”的一味退让 ,指出政府应有

“坚忍意志”抵抗侵略。他主张集中兵力于徐州 -郑州 -武汉

- 南昌 -南京之间 ,“寸土不肯轻放” ,抵抗日本侵略。 12月

22日 ,国民党军事当局采纳了上述建议 ,并着手整军备战。

德中关系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本的巨大关注 ,日本开始

公开敌视德国的在华目标。它把德国军事顾问使命的加强和

《中德易货协定》的签订看作是不必要的加强了中国的力量 ,

是在经济上“侵占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为此多次向德国

提出抗议 ,但德国政府对此敷衍了事 ,直到 1936年国际国内

形势的变化才促使德国积极向日本靠拢。

从国际上看 ,到 1936年为止 ,整个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有

利于德国的转变: 一是日本在东亚的冒险 ,把西方大国的注

意力 ,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远东 ;二是法国

内部矛盾重重 ,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减弱 ,在外交上越来越依

赖英国 ,而英国既为殖民地民族主义发展所困挠 ,又为日、意

在远东和地中海的扩张行动分散了对欧洲的注意力 ;三是苏

联与英、法互不信任 ,其集体安全努力一再受挫 ;四是意大利

在地中海的扩张恶化了与英、法的关系 ,为了取得德国支持 ,

意大利捐弃前嫌 ,积极向德靠近。从国内来看 ,希特勒重整军

备、恢复经济已初见成效 ,再也不甘忍受在欧洲及国际上的

孤立地位。 希特勒因此意识到 ,这是实施扩张计划的最佳时

机。 1936年 3月 ,德国进兵莱茵非武装区 ,与英、法等国关系

恶化。 苏联历史学家维戈兹基在谈到当时的德日关系时指

出 ,“在争霸欧洲的斗争中 ,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 ,光有

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 ,希特勒外交当局决定在远东找一个

伙伴。柏林希望 ,同日本的接近具有极其明显的反苏倾向 ,不

会引起英国 、法国和美国的反对 ,德国将有可能在反共的幌

子下实现某些侵略计划”20。 而日本当时也正准备大举入侵

中国 ,这势必严重损害到英、美在远东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日

本希望同德国联盟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同英、美抗

衡。 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德国和日本在 1936年 11月 25日签

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 ,中国对德国进行了多次交涉。

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解释 ,“德日协定仅涉及合作对付共

产国际在世界上的颠覆活动 ,该协定并不针对他国 ,绝不影

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21。 但由于中日之间无法调和的对

立关系 ,这项协定的签订客观上给中德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

影。

三

1937至 1938年 7月是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时期。 从

1937年 7月开始 ,德国出于全球战略上的考虑 ,逐渐明显地

倒向日本侵略者 ,主要表现在承认伪 “满州国” ,停止对华供

应军火和召回在华军事顾问等问题上。

1937年 7月 ,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纳粹政权内

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分歧。德国纳粹党站在反共反苏

和反西方国家的立场上 ,都主张亲日。 而一向亲华的勃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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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沙赫特和外交部长牛赖特等人 ,则了解日本如果真正占

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 ,对德国将极为不利。 因此 ,他们极力

反对与日合作。 7月 20日 ,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

采取中立态度。 并且 ,外交部私下向日本直言: “不要期望德

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22。 7月 28日 ,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接到

外交部的指示: “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

反共协定 ,此举令人无法理解。”因这种做法“导致了共产主

义在中国的成长与蔓延 ,而其结果将躯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

抱 ,日本因此不能期望得到德国的支持”23。德国外交次长魏

茨泽克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 ,即德国停止对华

军火贸易和撤出德国在华顾问团。 但希特勒意不在远东 ,他

的远东政策始终服从于他的欧洲战略。中国充其量只是希特

勒大棋盘上一颗小卒而已 ,他并不准备因冒险支持中国而失

去了他的反苏工具。 1937年 8月 16日 ,他对部下宣称 ,他

“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24。 然而 ,到那时为止 ,由于

德国国内形势的困难 ,他尚没有下决心彻底抛弃中国。因此 ,

就在同一天 ,希特勒向外交部和国防部下达指示说 ,“只要中

国支付外汇和原料 ,对华军火贸易可继续进行 ,但要尽力加

以伪装”。 据统计 , 1937年德国向中国的军火交货占德国军

火总输出的 37% ;抗战最初阶段 ,中国对日作战军火有 80%

左右来自德国25。 此外 ,以冯· 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军事顾

问在“七· 七事变”后仍滞留中国 ,并协助指导中国军队进行

淞沪会战。日本对此大为不满 ,多次同德国政府交涉 ,要求召

回在华军事顾问 ,并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 但希

特勒着眼于现实 ,当远东局势还未发展到白热化、还有回旋

余地时 ,他就尽量保持中立。

然而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 ,德中关系开始出现了

逆转的信号。 从国际上看 ,由于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 , 1937

年 10月 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芝

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 ,声称“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一致努

力 ,反对造成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26。

这篇演说向国际上发出了美国将采取行动的信号。日本不甘

示弱 ,于同年 12月 12日炸沉了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

“帕奈号”和两艘美孚油船。 罗斯福决定摒弃绥靖政策 ,从经

济上制裁日本。但国内与日本有经济联系的利益集团和孤立

派议员却宁愿牺牲在华利益 ,也要维护与日本的贸易 ,结果

是日本赔款道歉了事。 美国对日姑息政策助长了德、日法西

斯的侵略气焰 ,加速了德、日法西斯的勾结与合流。但更重要

的是 ,向来被希特勒视为外交政策关键的英国 ,并不打算与

德国结盟来对付苏联。 1937年 11月 ,里宾特洛甫宣布与英

国谈判失败 ,并力劝希特勒与日、意联盟来“抵销一个可能的

英、法、苏大联合”。从国内形势来看 ,扩军备战“四年计划”的

实施使德国国内经济形势日益紧张起来 ,德国出口大幅度减

少 ,外汇危机直接威胁到原材料的进口 ;与军事工业相比 ,消

费品工业大幅度下降。 1928至 1929年 ,德国消费品工业占

工业总投资的 31% , 1934至 1935年下降到 25% ,到 1937至

1938年 ,它仅占 17% 27。以上所有因素都更加坚定了希特勒

加快实施扩张计划的决心。 10月 18日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 ,

戈林正式命令停止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但这项命令下达仅

仅两天 ,就被军方完全改变了。 国防部长勃罗姆堡当时通知

戈林 ,他已命令有关军官以更隐蔽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项生

意28。 希特勒左右为难 ,恰逢此时 ,中日双方都向德国表示了

希望调停的愿望 ,希特勒马上答应了这一请求 ,由此导致了

1937年 10月底开始的陶德曼调停。日本之所以愿意在此时

接受调停 ,主要是因为: 第一 ,希望通过调停来牵制和破坏布

鲁塞尔会议 ,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

第二 ,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 ,以避免对华

长期作战。 1937年 10月 1日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相确指出:

“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

下 ,尽快结束战争”29。第三 ,日本试图通过调停掩饰备战。第

四 ,通过调停以避免美、英、苏等国插手此事。 而德国这时愿

意出面调停 ,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继续 ,对德国有如下不利:首

先 ,中日战争势必导致英德关系恶化 ,德国不想过早地与英

国发生冲突。 其次 ,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潭将不利于日本

对苏作战。第三 ,中日战争的继续势必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

因此 ,德国当时对调停十分重视 ,试图通过调停成功来保住

德国在华经济利益的同时 ,又能继续保持同日本的盟友关

系。 但由于日本提出了中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 ,从而最终

导致调停失败。

调停失败后 ,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 ,德国在战略

上面临着重要抉择。 从远东局势来看 ,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

战争将继续下去。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

分国土的沦陷 ,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

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 ,相反 ,进一步发展同日本

的经济、政治关系却越发显得重要了。

希特勒此时深深地感到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他再犹豫

了。为了扫除扩张道路上的障碍 ,希特勒在 1938年初对德国

政府进行了大改组 ,解除了沙赫特、勃罗姆堡等“亲华派”的

职务 ,控制了国防军和国防部。 2月 5日又改组了外交部 ,由

一向亲日的里宾特洛甫接替牛赖特出任外长。改组后的德国

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恰在此时 ,日本从中推波助澜 ,对德表示: “日本极愿在

发展中国经济上与德国合作”30 ,保证不损害德国在华经济

利益 ,希特勒便欣然允诺承认伪“满洲国”。 里宾特洛甫向国

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宣称: “中国是一个弱国” ,而“日本则是人

类文化安定的因素”31。 4月 28日 ,戈林再次下令禁止向中国

运送战争物资 ,即使是那些合步楼协定 (《中德信用贷款合

同》 )中已承诺提供的物资32。 在日本的进一步坚持下 ,里宾

特洛甫于 5、 6月间召回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停止供应军

火和召回驻华军事顾问 ,标志着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

综上所述 ,可见 30年代的德中关系经历了急剧变化的

复杂过程。 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德中关系 ,由于各自国际

关系的背景不同 ,经济状况各异 ,外交旨趣的不同 ,利益也有

别 ,两国很难建立持久友好的关系。我们看到 ,由于希特勒在

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政策及其执

行上 ,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追求扩张目的的一贯性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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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作用 ,促使希特勒德国在不同的时期追求不同的利益 ,

但又始终不放弃他的全球扩张目标。 因此 ,即使在德中关系

十分密切的时期 ,纳粹德国也并不是要帮助中国独立富强 ,

而是与其它列强争夺中国市场 ,为其扩军备战服务。 从这一

时期德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 ,我们无疑能更深刻地认识到 ,

在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中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一不是

把自身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其外交政策及外交行

为也是以是否符合民族利益为转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都会导致外交行为的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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